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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theEditors􀆳Desk

只有中西兼容,方能成为大家〔１〕

黄保罗,李天纲

摘要:本对谈首先从李教授个人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谈起,分析了阅读经验和１９７２年尼克松的访华事件所引起的

社会性思考之后,追溯和探讨了从１９７６到１９７９年的高考与上海留城经历而走向逍遥派的思想发展历程,而复旦大学

历史系的四年学习,导致了向古今中外四个方向推进的学术路径.而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宗教和上海史的研究,特别

是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与«礼仪之争»和马相伯研究和«徐光启全集»编撰,发现了中学与西学不但不

冲突,而且是相互发挥,相得益彰的“互补”概念.而“儒家的傲慢”与“儒家过分的人性乐观主义”都与简单和单一的理

解彼此有关,特别是孟子升格运动混淆了原儒/古儒与今儒的区别,而利玛窦则为中国带来了双重文艺复兴,今天国学

的讨论中有必要区分“绝对的神人关系”和“相对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关系”,对于问题不要简单地本质化.关于国人对西

学的理解,特别要批判性地分析章太炎的东方主义与梁漱溟的简单本质化,而欧洲«圣经»研究的历史和形式批判法与

中国民初的疑古运动之间的关系及康有为孔教运动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关键词:儒家过分的人性乐观主义、中西兼容、章太炎的东方主义与梁漱溟的简单本质化、欧洲«圣经»研究的历史和形

式批判法与中国民初的疑古运动之间的关系、康有为孔教运动

作者:黄保罗,哲学与神学双博士,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和«BrillYearbookofChineseTheology»

主编.电子信箱:paulos．z．huang＠gmail．com;李天纲,１９５７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系主

任,利徐学社主任,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电子信箱:

tgl＠fudan．edu．cn

黄保罗 (简称 “黄”):今天是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号,在上海师范大学,非常高兴和复旦大学宗教学系

主任李天纲教授一起来做一个对谈,天纲兄,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来做一个对谈.
李天纲(简称“李”):谢谢保罗兄,认识那么多年,还要那么正式地来讲一个话题.
黄:是.今天主要想围绕三个话题,我来讲一讲,一个,请您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求学经

历,中间有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或者重要的事件? 导致您或影响了您走向今天来做这个学术研究,这
条路.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您主要的研究有哪些问题,或者您的成就成果,主要关注的东西.
第三点,就是说在中国所谓的大发展的今天和全球化的世界语境,这两个相碰撞的这样一个特殊

语境中,中国现在特别强调国学、传统的复兴,然后我们来看看在这种语境中,所谓的国学和西学的发

展,应该走向什么前途.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李:三个问题,我们慢慢地讲.第一个问题,关于个人的经历,少讲一点,讲讲我们后面的学术性

问题.

１

〔１〕 对谈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号在上海师范大学进行,黄保罗负责成文,李天纲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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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您个人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黄:您可以讲,比如您哪一年在哪里出生的,您的基本经历.
李:我是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出生在上海.小时候的生活还算安定,我们那一代人的父母都会参加社会

运动.父亲下乡参加的“血防”“四清”等运动我还是记得的,但１９６４年读小学时上海还是平和稳定

的.出幼稚园,进小学都是按部就班,开开心心.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八岁,小学二年级,然
后就是一个“乱”字.一直到中学毕业,学校就不是以学习为目的那种上学,早期常常上街游行,后来

天天开会.我的中学在上海是７５届,但毕业不是１９７５年,宕了一年,１９７６年进工厂工作,没有下乡.
大学停考,有“七二一”大学,还有复旦这样的大学都只招工农兵学员,所以必须先去工作.有一年忽

然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于是,大家都在等,苦巴巴地等.
黄:您说的那个中学是高中,还是初中?
李:那时候不分高中、初中的,“文革”中上海带头搞“九年一贯制”改革,小学五年,中学四年,结果

“大跃进”那年的生育潮爆发,中学没有校舍,小学生都待到“七年级”.然后１９７２年初,进了中学,其
实就是三年多吧.中学不分初、高中,就是因为要打破“文革”前的学制,为“文革”而文革,搞“教育革

命”.
阅读经验

黄:十几年没有正常教学,那你们是怎样阅读、学习的呢? 我晚几年参加高考,真的很好奇你们这

一代学者是怎样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后来还能接续学术,从事研究.这里面有些什么重要事件记得

比较深呢? 对您的思想发展影响较大.
李:我的阅读开始较早,父母有自己的报纸、刊物,也为我们订«小朋友»杂志.幼儿园时已经能读

小学二、三年级的课本了.没有正常的课堂教学,不等于没有书读.环境当然是“读书无用论”,社会

上确实不鼓励读书,但家长还是抱着希望,希望孩子念书.念书待在家里,至少可以不到外面去闯祸

了嘛.“文革”动乱,确实很不安全.记得那几年的孩子都在弄堂里玩,从黑龙江插队和农场回来的孩

子,尤其学会了摔跤、练武,因此打架的都有.但我的少年生活和其他同学稍有不同,我把大部分时间

花在学校里,干什么? 就是玩呀! 学校所有的器具,单杠、双杠、气枪、篮球、乒乓球,都可以玩.老师

叫我们几个“小干部”看护学校,我们就在空空的学校里尽情玩.我从三年级起打篮球,小、中学校队,
工厂时参加厂队,大学时做系体育委员,我们系的篮球、足球、排球都不错的.“文革”中我们家并没有

受到冲击,父母填表是“城市平民”、“职员”,他们这个年龄档都是要求“进步”的.“文革”初是保皇派,
但很快就解脱了.父亲１９７４年在奉贤科技五七干校劳动时心情很不好,发病去世.但我们孩子感受

到的气氛,并不像是受迫害.在父母的呵护下,身心都没有受到大的伤害,今天看来还算是健康、阳
光吧.

黄:考大学之前,您读书,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读些什么书? 中国的古典或者小说还是

什么?
李:我们这些“新三届”考上大学的人,读书确实有些特殊的经历.大概来讲,一般家里都保留了

一些书.运动高潮过后,上海稍稍稳定,喜欢读书的孩子就交换家里的书读.一本好书,如«红与黑»、
«牛虻»、«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被列为“进步”的作品,是可以暗中拿出来读的.后来新印了像«第三

帝国兴亡史»、«基度山伯爵»等作品,更是开放的.“文革”后期,上海编辑、翻译、出版了一大批“白皮

书”,有苏联文学«车间主任»、«多雪的冬天»、«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等,这些书一个礼拜可

以周转三次.说起来都是抓到什么读什么,不成系统,没什么选择,但确实是如饥似渴地读.上海有

好几位同年龄段的学者、作家朋友,如陈丹燕、张献、吴亮、孙甘露都写过自己的“文革”阅读经历,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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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印象深刻的几本工具书如«读报手册»、«各国概况»,提供了一些百科知识.还有１９７２年以后

提倡“学理论”,重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父亲是上海

纺织科学研究院工程师,楼上的阿姨调到了复旦大学党委工作.大的文教单位分派着买书,我们家买

了就是我在啃.那时倒还真不是翻阅,是啃的.只是方法不一定对,老师、家长辅导不足,最终也就了

解个大概.年轻人好奇心强,什么都想知道,不知道的就遐想.后来进大学了,我们那几届没有下乡,
留在上海考上大学的学生,对照了一下,读的书都差不多.没有学校的系统教学,学文科也没有“家
学”传承,是个缺陷.但是,读书不用考试,凭兴趣读书,读得津津有味,也是真的.要说我个人还有什

么特殊的读书经历,就是我上面讲的,我在学校找到了堆满一房间的图书仓库,把小学、中学图书馆下

架的书,能读的都读了.我出生到三岁以后,家里从虹口搬到了母亲工作的吴淞,我就读的淞兴西路

小学原来是中纺公司的子弟学校,是１９３０年代的老学校.说起来,上海大公司的子弟小学,比不过老

牌的名校,但常常是好过一般的公、私立学校的,校舍、操场、器械、图书、实验室都很全.以前说资本

家剥削工人,其实职员、工人的福利是不错的,子弟学校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都是配齐

的.我们那个小学设施很好的,老师把钥匙交给我们,让我们看管学校.“文革”来了,图书馆里面的

书全都下架,堆满一间大仓库.这些书都需要清除“封资修”,经过审查才能加以“利用”.打开仓库,
“老鼠掉在米缸里”,这么多书可以读,有时干脆不回家了.很多个夏日,都是晚上在仓库里的竹塌上,
就着电灯泡,边读边睡,直到天明.«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的插图本,深一点的«十万个为什么»,
都是在这个仓库里读的.进了中学以后,图书馆准备开放,陆续上架新书.放学后就去图书馆帮着老

师补书、包书、理书.记得新书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鲁迅的杂文集单行本«华盖集»、«呐喊»
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他考证的«胡笳十八拍»,还有张春秋、姚文元在“文革”前
的文集«访苏见闻杂记»、«照相馆里出美学»等,都是在中学图书馆读的.那时候,对郭沫若的文史学

问还是蛮佩服的,和老师一起讨论鲁迅、郭沫若谁第一.到大学里才知道,很多人读书都讨论这个话

题.吴淞三中是一所１９６０年代新建的学校,一幢苏式的四层楼.设施和师资都是新的,图书馆几乎

没有线装书,旧平装也很少.我拿来背诵的«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是家里自有的,上海世界书局

的平装本.还记得«鲁仲连义不帝秦»、«五柳先生传»、«伯夷颂»等文章的片段,就觉得古人怎么都很

有气节.还有,在中学图书馆仔细读了«上海的故事»、«上海外滩南京路史话»,日后研究上海历史就

很容易.
黄:据说“文革”中还有一种“地下阅读”.
李:对的,上海的７３届到７６届中学生,就没有“老三届”那样“一片红”上山下乡,一部分５５到５８

年出生的中学生留城了.高层陷入内斗,运动也在僵持.社论、号召早已无人关心,现在看起来那种

无政府状态下,也呈现了一些社会空间.大城市里堆积了无数年轻人,无所事事的居多,但也有积极

阅读,听听靡靡之音,聊聊文艺的,甚至还有在苦闷中想想问题的,当时叫做“逍遥派”.我们这一批

“红小兵”,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没有“豪情壮志”的人,又是少数.后来所谓的“地下阅读”,在这一群体

中间流行较广.相比较而言,“红卫兵”下乡知青在农场、集体户的阅读条件就不及留在城市的.越往

后,越多的“知青”回到上海,情况变得有点崩溃.彷徨、焦虑、无助感非常普遍.我这个年龄段的还

好,大龄青年就绝望得多.就业、健康、婚姻、住房问题很大.“无聊才读书”,沉闷的气氛,反而助推了

城市阅读生活.说“地下阅读”有点不确,“文革”后期的上海,其实什么书都是可以读的.侠义、言情、
侦探、鸳鸯蝴蝶派,都在流通中看过,顶多用书皮包起来.问题是你手上还有什么书? 找得到什么书?
苏联作品«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容易得到,但巴金的«家»、«春»、«秋»
三部曲,矛盾的«子夜»就更抢手.要是能找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小说,那就是极品.再怎么样的

苏联文学比法国文学“进步”,因而更有价值的话,在上海是很少有人相信的.
黄:另外还有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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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对,手抄本也是地下流传的,什么«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等,晚上乘凉的时候,讲讲恐怖故

事,吓吓小孩子可以,文字水平都很差的.好一点的«第二次握手»,“文革”后还出版了,就是这水平.
尼克松访华后的社会变化

黄:这个阅读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件? 包括在您的家庭生活、个人

生活或者是作为老师、朋友的生活,或者是国家大事的一些事件,在您的心中产生一个比较重要的影

响的?
李:我这个年龄,印象最深的是中学一年级时的１９７２年春天尼克松访华.事先在上海市民中传

达、培训、教育了差不多一个月,弄得人人都知道美国人回来了.那天美国代表团访问东海舰队,“帝
国主义”的车队从市区下来,从校门口经过去吴淞军港,前呼后拥,兴师动众.上海的老一辈人知美、
亲美,再怎么批判也没有用,民间气氛一下子松动了.正式的气氛虽不是友好,但已经不是敌对.家

里是订了«参考消息»的,读报道就知道另一个时代要来了.上海人都说,美国人把卫星地面站都建在

七宝了,中美关系肯定是要转好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又回到中央,开始了“治理、整顿”.

１９７３年,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说要恢复考试录取大学生,老师们抓功课学习积极得不得了,一下子就

重视分数了.那一阵子,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就是快要结束的样子.父亲本来已经把两个皮箱子修

好了,准备让我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用.这时却说,还有希望,说不定“文革”这几年真的要结束了.
我父亲没有等到“文革”结束,他那时是上海纺织科学院无纺布研究室主任,本来已经是“抓革命,促生

产”,发明了多种无纺布,在全国各地的纺织厂推广.结果要带头去“五七”干校,三个月轮期到了没有

人替换,结果肝癌发病,１９７４年４月回来住院诊疗,不久就去世了.父亲是边学徒,边补习,永安公司

的资方和“公司合营”后的党团组织都培养他,脱产学习到纺织工业学校中专,毕业后进了纺织研究

院.我们家亲戚朋友,多是从常州、无锡出来做纺织业的,祖父、外祖父那一辈,有做公司账房,有开店

做小业主,也有做职员.上海待久了,学书画、唱票房的有,但少有靠卖文营生的.上一辈人开始上大

学,读的也多是工科,直到１９５０年代才有两个年长的表哥、表姐夫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分配和

后来的遭遇都不好.所以家里是不赞成学文科,信奉的是“学好数理化”,靠技术吃饭的生活准则.
黄:那你们的觉悟是比较早,因为上海是大城市,而消息又比较灵通的缘故吧.
李:是的,上海在大城市中是最突出的,一般的教育基础、社会上的文化水平是领先的.我一直以

为,上海、汉口、天津等大城市在１９３０年代已经完成了“早期工业化”、“第一次的城市化”,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城市化生活,有了一个蛮像样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上海曾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１９９０
年代以前一直为中国的城市生活输出活力.后来研究上海文化,为了说服那些总想着要批判老上海

的人,就常常说这个看法,说的有点多了.

１９７２年以后,形势变化在上海是感受到了.１９７３年,上海市革会到中学７３、７４届学生中选人参

加外语培训班,将来从事外交工作.这次选拔是革委会造反王王秀珍管的,读书和成分都要好的.班

主任纽老师把我报上去了,初选通过.结果选的不是我,说是出身还不够好,同班另一位山东转业军

人家庭出身的女同学去了.当时上海各行各业的中下层干部很多“南下”的山东人,子女也比较沾光.

１９７２年以后,上海开始编辑、写作和出版新的出版物,有书,有杂志,还有丛书.这些也是我们的

“文革”读物.文学有«朝霞»,社会科学有«学习与批判»,介绍西方文艺的有«摘译».１９７３年,上海还

出版一套«自然辩证法杂志»,这套杂志令人兴奋.作者都用笔名,如“李柯”什么的,一看就是复旦大

学教授们写的.至今还记得几篇篇名,如«宇宙的来龙去脉»、«生命的生生不息»,讲天体物理和相对

论,讲生物学进化论.从里面第一次知道了“大爆炸”理论,中学“工基”(数理)、“农基”(生物)教材上

是没有的.当时上海的新华书店里开始出售“青年之学丛书”,我们几个“理论学习小组”的同学见一

本买一本,«数学»、«物理»、«天文»,后来还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简史»等,各学科的基础知识都

是在校外读物中补上的.那个时候,因为“学理论”的提倡,有一种畸形的钻研兴趣.比如说,«自然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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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杂志»上登了一篇«物质的无限可分»,是用“一分为二”说法来讨论物理学的基本粒子问题,所谓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就是“物质的无限可分”.因为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用“毛粒

子”命名某质子,加上杨振宁、李政道回国访问也参加讨论,理论家们就很兴奋.我中学是作物理课代

表,借着“学理论”,跟着数学老师啃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实在看不懂.但原子、质子、中子、电子概

念,还有“波粒二重性”、“测不准”理论倒是好像读通了.原来真是想学理科,因为“化学”啃不下来,只
能考文科.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选择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遇到了朱维铮、纪树立老师以后,才
知道“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文章正是他们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时组稿、修改和定稿的.我凑趣地说,
你们既启蒙了我们,也是误导了,他们都会意地笑了,原谅了善意的冒犯.

黄:你的“文革”阅读经验非常有意思,或者是一个“非典”的案例.这令我想起,其实在任何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首先是自己的个人.时代和社会一定会影响我们,但我每个人还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在

既定的条件下选择生活,选择思想.可能是因为你的年龄和生活环境,几方面放在一起,促成了成长

过程中的独特性.
社会性思考

李:拗不过时代,高考时还是选择了文科,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继续的是“文革”中的社会思考.
和学术有关的社会性思考,出发点也肯定来自于“文革”中的一套说辞,比如“法家－儒家”、“进步－反

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但是我还是很快地意识地,这些话题的意义非常有限,真正的学术不应该

在这些问题上纠缠,“文革”后“拨乱反正”要恢复和建树的学术体系要全面得多.大家不是要抛弃“阶
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吗? 我们这一代学人,当初是想有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的思考.这种思考有的

是回到传统,有的是融入世界,总之是不能低水平地争来争去了.大概是受１９７２年事件的影响,我们

觉得世界展开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需要重新考虑,更加长久的“中西文化”关系需要重新讨论.
黄:当时对传统的认识是怎样的?
李:关于传统文化,当时我们接触到的观点都是批判的.“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批判,对“现代性”

启蒙,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文革”中的大批判,扫四旧,表彰法家,歌颂农民起义,主张以暴力

清除旧文化,以联共(布)观点来批判中国传统是没有道理的.进大学以前,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了范文

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范著是唯物史观,国学根基是很好的,但其中对传统文化如佛教的批判,一看

就是教条主义的.
黄:中学就读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阅读经验已经进入到历史学,真的算比较丰富,看起来

上海的文化积累确实比较深.
李:应该是这样一些原因,近代以来,上海的文化氛围是全国最好的,新文化中心嘛.无论是现代

的、西洋的,还是传统的、本土的,上海都有深厚的土壤.还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都比较均衡,
一般只要资质可以,足够努力,都能完成学业,做点事情.这方面我和批评上海社会和文化的人看法

不一样,不是一般的感受,是经过思考的,虽然我也批评上海的很多现象.
黄:您毕业还到工厂待过? 上了班?
李:是的,在上海国棉八厂做了三年学徒工,做机修车间的钳工.那一年,已经有不少应届毕业生

分配到上海的企事业单位,只有一半的同学去市郊农场工作.我是三兄弟中的长子,因为父亲去世,
照顾一点就不分配去农村了.

黄: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李:１９７６年春天报到,到９月９日,毛泽东去世时已经在工作单位了.所以说,我至今在国内没有

离开过上海居住.出生在江湾医院,家住在吴淞,进工厂也不离吴淞.１９７９年上大学,是五角场的复

旦,再分配工作是在徐家汇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２００３年回到复旦大学.如此说来,除了在

美国、法国、香港做访问学者,加起来有４年左右,真的是都没有离开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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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您考大学是哪一年? 高考以前,留在上海的经历是否对你的社会思考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李:考大学是１９７９年.１９７７年也参加考试的,初试是录取的.母亲当时在同一家工厂的教育科

做总支书记,通报的情况是考区第一,政审、外调也做了.最后没有录取,是填报的唯一志愿复旦大学

新闻系满员了.那一年的想法还是不愿意放弃国营大企业工作,而且年龄比较小,毕业后多半要分配

到外地工作.你看,还是不愿意离开上海.看起来是很“小儿科”的心态,但当时上海人十之八、九都

是这样想的,“支内”、“回乡”、“上山下乡”搞怕了.本不想啰嗦这些,您要问,只能坦白了给大家,做个

时代的标本,被观察一下也好.
黄:最后为什么又考了,考取的是哪个学校?
李:１９７９年是第三次高考,仅仅是一年半以后,高考迅速升温.一年多里,舆论转过来大批“读书

无用论”,反复宣讲“四个现代化”,看起来社会真的面临变革.记得那年本市积累的报名考生就有２３
万多,复旦在上海只录取５００人.这次第一志愿是历史系,即使考不上复旦大学,财经学院的文科也

要去.那一年复旦大学经济系,上海财经学院各系的取分还是低于文、史、哲专业的.１９７９年复旦新

建世界经济系招生,这个专业的考分是很高的,考生是识货的.其他如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经济管

理专业,都不高.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选择文科还是受到了“文革”话题惯性的影响,没有真正的意识

到“改革、开放”开展以后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变化.
黄:从你的经历来看,在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９年这些关键节点上比较早的意识到了社会的变化,还是很

突出的吧?
李:不是,不是,并不是突出地先知先觉啊,大家都看到了实际情况.“文革”那个样子是搞不下去

的,社会一定会变.很多人都在积极应变,不愿做牺牲品.最后几年我在工厂里边干活,边思考,厂里

的青工、老师傅都是疏离运动的,有一位参加“一月风暴”,结果进“革委会”的,辞了公司和局里的位

置,下来车间学做技术工人.社会面临崩溃是大家看到的,上海市民各种运动经历得多了,就比较有

经验.
逍遥派

黄:１９７９年,进入复旦大学的历史系,是否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感觉? 原来抱着学好数理化,走
遍天下也不怕的想法,是怎么决定考历史系,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

李:对的,进复旦确实有一种解放感.我对文科还是很有兴趣的,读过复旦中文系的表哥、表姐夫

都说历史系学问扎实,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先生是著名教授,校外都知道.有机会把社会上的散乱

阅读,在大学里系统地整理一下,将来无论做什么都有专门知识.很幸运是在“拨乱反正”时期进入复

旦,老师都愿意谈专业了,资料室的图书也是外面不常见的,加上非常活跃的“新三届”学生聚在一起,
交锋很激烈,学问和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很大.那时复旦师生之间的关系要比今天密切,一个原因是规

模不这么大,像college不像university,系科、大楼、学生和老师都不多,文、史、哲、经、新闻系学生宿

舍、教室都挤在一起,交流就比较充分.比如说历史系、新闻系男生都住在６号宿舍楼,还合上一节体

育课,交往就比较多.新闻系学生入学分数文科最高,更加活跃.但几年学习之后,文、史、哲专业的

学生都赶上来了,谈到深入的学术问题反而更活跃、更自信.大约是二年级学完中国通史以后,我就

对历史学有感觉了,忽然觉得历史学是文科中的理科,比较严谨,有科学性,决定一直研究下去.
黄:你在“文革”中有三年社会经历,有一定的社会思考,这毕竟和理工科不一样,那是怎样处

理的?
李:对的,我们７７、７８、７９年入学的,现在被称为“新三届”了,一个特点就是返回校园的大龄学生

较多.７７、７８级只有很少几个应届毕业生,我们７９１４班已经是近一半应届生,但还有大半是有社会阅

历的.年龄从３２岁到１６岁,我的年龄中间偏下.读书这事情,也需要童子功,要不断积累和连续思

考.大家对“文革”期间的“蹉跎岁月”痛心疾首,也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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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终是要跳出书本,以社会现象(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为对象.如果历届生的社会阅历,能
够帮助打通书本和社会,用社会经历理解书本知识,又从书本知识中理解社会,那校外的经历就不是

蹉跎岁月,而是做研究的优势了.也可以这样说,历届生们带着问题回到校园,书本和社会结合好了,
就会有好的研究.当然,借用社会阅历搞其他事情,说的是另一回事情.

年轻人都一样,喜欢阅读,常常是想去优游另一个浪漫、虚幻的世界.但是生活很现实,有它自己

的逻辑.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阅读、思考的时期,全都是在“文革”十年,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书

本和现实很不吻合.大家都说,回到校园发现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口号与人心,主义和问题,都
是极端的不一致,根本就是两回事情.我们较早地发现书本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现象,很多书本理论在

生活现实中说不通啊! 要想明白的话,你必须独立思考啊! 我确实是在工厂的三年里,开始想这些问

题.独立思考,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基点,不在运动中照着标语、口号,人云亦云.对这些标语、口号

背后的主张、概念、问题,以及思想方式都要警惕和怀疑.那我要说,“文革”中有很多人还是清醒的,
反而是在社会上,在基层人群中,对历来的运动有免疫力,有超然态度,独立看法和不介入的做法.我

觉得“文革”中的“逍遥派”,可以拿来形容这样的态度.“文革”初期有造反派、保皇派,后来出现了逍

遥派,而且是多数派.你们的运动,我们不参加,在一边旁观玩自己的.“文革”逍遥派在上海很普遍,
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比如上班前都要读报,但心里都烦,就是应付,说怪话,说反

话.我后来想明白,近代以来,左的右的,洋的土的,上海的外地的,那么多的运动都在发生,上海人什

么没有见过? 没有一点逍遥自在的精神怎么能应付? 主流人士可能对逍遥派不以为然,以为是老于

世故,我却认为这种态度有助于独立思考.到今天我也不愿跟着一个口号,在公开场合相互辩论,对
着人呼喊.我愿意在边上听你喊,观察了解,弄明白你背后的想法和逻辑是什么?

黄:这个逍遥派对您产生了影响.那您学历史,在大学的四年里,主要有些什么收获,或者印象比

较深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四年学习,从您这个环境发现了问题,追它的根源,就走到了历史的这条路线

李:中学生的文科兴趣,一般都是从文学开始,很少人一开始就喜欢历史,更少的人在中学是开始

哲学思考.这个和我们中学教育的课程顺序一致,语文、史地,没有哲学,但法国、德国的中学有大量

哲学课.因为中学作文每每被老师读,然后搞诗社,油印诗歌集,就想到读新闻、中文专业.但是７９
年报考时已经知道做学问不是写文章,是要研究问题.这时候在工厂思考的问题确实起了作用,系统

地背诵了中国近代史,就在想了,书本上总是说旧中国“一穷二白”,但我们修理的机器是１９１７年英国

制造的,改造改造还在用.事实上,上海的大工业生产很早就发达了,比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早,是后

来才落后的.
黄:那么老?
李:真的,后来我才查到,上海的发电厂是１８８２年开办的,就在南京路的华东电业局大楼的地方.

我们知道,世界上第一家实验性发电站在巴黎,是１８７５年.第一座商业性电站在旧金山,还是１８７９
年.那上海电气化的起源和规模,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后来还发现,上海远郊朱家角镇的电厂是

１９０２年,金泽镇是１９１２年.不但如此,老师傅都知道,１９２８年江南造船厂已经建造过四艘万吨轮,比
“文革”前后宣传“国产第一艘”的“跃进号”、“风庆轮”早得多.你再看外滩、南京路,那么集中的大楼,
集中了这么多的金融、商业机构,可想当年的规模有多大? 所以,历史系师生争论中国社会的“封建”、
“小农”落后性质的时候,我就提出不同意见.你不能把上海和全国１９３０年代的现代化估计得太低,
给它安上了“帝国主义”、“洋奴”、“买办”的帽子就不承认了.我后来提出中国有“第一次现代化”,意
思是现代化早就开始,并不始于１９８０年代.但是你去看,至今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

家,很多人的研究前提和结论,都没有考虑这个“早期现代化”.历史教科书之所以这样叙述,强调如

何地“伟光正”,其实还是一个预定的历史观、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是为了完成一个自我设定的逻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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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作循环论证.
黄:上海确实早就带着中国开始了现代化.你反思了这个问题,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推进到更长

远的历史中去看.你的反思和朱维铮先生很相似,是不是影响到你? 他本科就教你了吗?
李:朱老师本科就给我们上课了.他出来上课比别的老师晚,正好是７９年,上中国经学史、中国

史学史.所有老师中间,朱维铮先生对“文革”是最痛心疾首的.他反思“文革”有切肤之痛的,所有同

学都感觉到的.朱老师上课,有办法把学术的内容讲学术了,对现实的问题不著一字,但听着就是活

生生地与之有关.朱老师对马列经典确实很熟,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反省很深刻,这和历史系其他

老师都一样,但更突出.但是,更突出的是他的史学史、经学史讲授,把我们的一些思想困惑真正引到

了古籍中间,在学术里面尝到了滋味.«走出中世纪»是朱老师后来结集出版的,但不少段落都在课堂

上讲了.登堂入室做学问的时候,好的老师作指引非常重要,他导你深入堂奥.对我来说,朱老师的

经学史、史学史、思想文化史,还有我自己从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是通过朱老师才把一些零星的思

考导入完整的学术领域.至今的学术成果,除了上海文化、中国宗教学方面和朱老师的领域稍远之

外,很多都是和他讨论,得到他的指导形成的.
怎么又开始“西学”,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向古今中外四个方向推进是怎样形成的?
李:四年本科把小学、中学里读过的那些零零散散,断断续续的书,按照自己摸索的问题,做了一

个系统的思考和整理.记得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决定报考研究生,住在留学生楼里,和同班的王立诚、
苏勇等人经常讨论,怎样走一条学术新路.这样的独立探讨风气很普遍,北大、华师大等各高校学生

也都是这样.学校鼓励本科生就撰写学术论文,我们系７７级的程洪、马小鹤、刘申宁都是在本科时就

在学报上发表文章了.７７级牵头,“新三届”加上７６级,创办了史翼社,我代表７９级.好像是因为在

“西方史学史”课上的小论文«金字塔下话王权»,被张广智老师挑出来朗读了,推荐登在«史翼»上.
“思想解放”运动当然影响很大,但是我仍然对论证像“真理标准”、“历史逻辑”、“农民战争”等一线题

目兴趣不大,总觉得还是标语、口号.我还是喜欢找书读,确实是把系资料室,校文科图书馆的西方哲

学书尽可能借来读.洛克«人类理解论»、休谟«人性论»、伏尔泰«风俗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除
了汤因比«历史哲学»,这些哲学著作历史系学生并不是必读的.因为过去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搞不懂,我就趁机找这些书来系统地补读.我课程考试分数不是最高,５０名同学中不掉

出前１０名,但很少前三名,但读书数量肯定是多的.还是像小学、中学时读图书馆的样子读了一

些书.
复旦历史系“新三届”有一个特点,好像没有人说过.７７级同学多喜欢中国史,而且是古代史;７８

级同学多喜欢外国史,所以拼命啃外语.我们７９级说不出特点,比较平衡吧,就说是“中西兼通”.我

决定做中国,但发现中西隔绝是学者的一大缺陷,中字头学者很少读西书,西字头学者也不太懂国学.
历史系一级教授周谷城先生兼写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个特例,仅限于教学性的通史.周先

生给我们做讲座,说“博大精深”当然对,但做起来非常难.我的想法是先从简单做起,带着一个课题,
去了解西方,一边开掘中国,以便融入西方.近４００年来的欧洲文化已经和中国近代融为一体,影响

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全面和深入地接触西方文化是没有办法解释近代中国的.我的硕士专业是

中国思想史,博士是中国文化史,虽然都是中字头,但一直在思考４００年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本科

的时候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关注到了徐光启,发现背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朱老师很厉害,１９８３年他

就帮助顾廷龙、胡道静先生编辑了«徐光启著译集».
黄:从中国问题为起点,一面朝外推,另一面又朝上推,从点上突破,慢慢把古今中外四个方向打

通,确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李:是的,１９８３年我考入本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做研究生,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导师是

李华兴老师.硕士论文就做了«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万国公报›思想研究»,是我排除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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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坚持要选的题目.这份传教士报纸和清末中国变法思想密切相关,很少人知道,知道了也不承认,
不能承认变法思想和西方宗教活动有关.１９９４年,我从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回到同

一个研究室,跟朱老师读博士,方向是“中国文化史”,论文就做了«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
这就是追溯到４００年前的耶稣会与中国文化关系了.所以,研究层面就是这样展开,从当下的困境思

考开始,然后朝上推,从清末民初,到明末清初,“追求上进”,探寻中国“近代性”起源.同时,也不断回

溯同时代的西方文化,作为历史的背景,更作为思想的因子.这样看的话,４００年来的所有重要学者和

改革思想家,都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仔细查的话,一个都逃不掉.
黄:对,这样就明白了为什么你们要并列着做徐光启、利玛窦的研究,还搞了“利徐学社”.你是学

思想文化史的,一直在宗教的课题上打转,对宗教本身有什么思考吗?
李:这正是问题,１９８６年硕士毕业以后,我实际上已经进入宗教学研究了.宗教问题虽然敏感,但

做起来很有突破.«万国公报»研究得到了答辩组唐振常、罗竹风、陈旭麓等先生的肯定.朱老师后来

告诉我,谭其骧先生任主任,复查本系本届的论文质量,该论文是优秀的.论文把梁启超说的“西学东

渐”上推到伦敦会等传教士,但这个突破太容易了.只要把«万国公报»仔细读一遍,就会有此看法,
“突破”只针对了过去意识形态的限制,于思想本身意义不大.我自觉我们这一辈学者,不应该再陷在

观念、立场和主张的争议中,仍然去和那么简单的意识形态作战,虽然是一种很有刺激的诱惑.做学

术得不到更多的知识收获和心智提升,那是很没有劲的事情.我发现宗教问题值得研究,要说刺激的

话,宗教学更有刺激.但是,我的这种看法既对也错.学术肯定应该独立,但意识形态的纠缠其实很

难摆脱,做宗教研究更是如此.

二、中国近代历史、宗教和上海史的研究

黄:这样,您的学术框架基本上形成了,我看这三块东西比较明确.一个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然后

是宗教,最后怎么还搞了上海史?
李:我们那届研究生毕业分配,可以自寻单位了.我就联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宗教研究所,就

是晏可佳兄在任的那个所,介绍信都开好了.答辩的时候,唐振常先生非常喜欢这篇论文,他说“你研

究‘西学东渐’,我们这边很需要,应该到我这里来.”唐先生在历史研究所主持工作,图书资料、课题设

置、研究时间都更加充分,所以我就去了.唐振常先生是成都人,出身“南唐北李”的士宦人家,抗战时

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是内战时期«大公报»的名记者.“文革”前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后来反省

历史,决计要做上海史研究.他来历史所,是要编多卷本上海通史,为此就先集体写一本«上海史».
唐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兼做一点,不愿意的话只做思想文化史也可以.我回答得不好,居然说“上海历

史离得太近,不怎么算学问.但是既然来了,就兼着做吧,反正不难.”唐先生是有名的开明和宽容,不
以为忤,还鼓励写出自己的想法.«上海史»原来是按照年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竖着写,我那一

章是横着写,分析了上海的市民社会、知识分子、海派文化和西学东渐等,算是为后来热闹起来的“上
海学研究”提出了一些课题和想法.后来结集了«文化上海»、«人文上海»,给«外滩»等大型纪录片做

学术总顾问等等,是对唐先生情谊的一点交代.唐先生对年轻人是那种带着大家一起下馆子的好.
朱老师,还有元化先生都有这种秉性,让我们在课堂之外的言谈中学到很多.

黄:那怎么办又回到复旦大学,做起了宗教学? 这是怎么决定的?
李:１９８６年硕士毕业以后,朱老师一直让我在他身边,协助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

术名著»,１９９２年我从旧金山大学回来后,还帮着主持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马相伯集»等项目,好
像一直在复旦做事.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在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哈佛燕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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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做访问学者,在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院,每次都是一个整年.１９９４年,朱老师初次

公开招考博士生,我就回到原来的教研室在职读博.以副研究员资格读博是反潮流的,当时很多人都

在离开学校,出国、下海、调机关,所谓“商品经济大潮”冲击,本专业只有我一人报考,一人录取.
正式跟朱老师做学生之后,要求更高了.原想把为“中国文化史丛书”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作为博士论文,但到交卷时觉得手头这种通史型的写作有负先生的期望,在最后三个月内做了彻底改

写,成了«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样子.素材都是长期积累的,说“十年功夫”也是可以的.
朱维铮先生确实是“严师”,他用对自己近乎苛刻要求,以身作则地要求我们.他拿着任何人的稿子,
几分钟之内就给出意见,针针见血,让你不得不服.他给新手们改稿子,通篇都是红笔,再读一遍文章

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朱老师的治学风格,不但影响自己的学生,历史系,乃至于文、史、哲系科的学生,
读他的书,听他的课,追他的学术报告,都受他风格的影响.朱维铮先生１９５５年从无锡考入复旦大学

历史系,在土地制度史、中国经学史专业师从陈守实、周予同等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根基.“文革”
后“拨乱反正”,在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开拓,朱老师和校内外的一批优秀学者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热
潮.我们那几年的学生受到他们的影响,加入到“文化史”研究队伍.

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与«中国礼仪之争»和马相伯研究

李:１９８９年的事件以后,学界失望.继８０年代初出国潮之后,９０年代初又出现了一波留学高潮.
我的出国,不是留学,尽管可以转为留学项目,但目的很明确是做研究,肯定要回来的.朱老师联系,
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合作研究马相伯,项目由美国亚联董基金会资助,委托利玛窦中

西文化历史研究所马爱德先生执行,因此去了旧金山大学.和马爱德先生相处一年,交往十年,对我

的学术影响也非常大,他让我看到了西方文化一些非常深入的地方,很多中国学者未必能够触摸的.
比如他安排我选修 USF两门课程的同时,还带我去他义务讲授的社区查经小组活动,令我对天主教

社群和圣经内容有了全新的理解.如果说朱老师带我们到中国文化的深处,那马爱德神父在十多年

里引导我了解基督宗教的精髓,了解到宗教生活在欧美文化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１９３０－１９９７)是耶稣会士,他的专业是«圣经»学,曾在罗马传信部大学教授«约翰福音».因

为酷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年近五十学中文,创建利玛窦研究所,接续了徐家汇耶稣会士汉学家的

工作,集中了很多从上海、巴黎、罗马收集到的档案、图籍、回忆录和各类文献,很快聚集了一批专家学

者,成为世界各地的利玛窦研究机构中最有活力的一家.到所之后,马爱德神父向我展示了一批从罗

马耶稣会档案馆收集来的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中文文献,要我做中文译名的回译和订正工作,给一些

文献上的建议,就此开始接触到这批珍贵文献.在旧金山,后来在巴黎的访问,我对耶稣会与中西文

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有了触摸式的理解.上一代学者治学的封闭状态,是随着“开放”政策改变的.
朱老师总会语重心长地说,有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我们做中国研究的人,也要多出去,多闻才能多

疑、多思,学术才会进步.
黄:您１９９８年的博士论文出来之后,我记得很快就获得了２００１年度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颁发的“徐光启奖”,我们这些基督教神学学者正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你的.那你２００３年回复

旦之前还做了些什么?
李:前面说了,９８－９９年度,在哈佛燕京学社当了一年访问学者;０１－０２年度,在香港城市大学,

跟张隆溪教授做研究员.张教授从北大到哈佛,博士毕业在 UC河滨分校当系主任,学问和研究方法

都是一流,他的邀请当然立即就去了.张隆溪教授对“中国礼仪之争”的题目很感兴趣,用他的研究经

费聘请了一年.香港回来以后,我决心研究宗教了,就去了哲学系.去哲学系是帮助王雷泉教授负责

的宗教教研室,２００５年建立了宗教学系.
黄:我们已经在谈第二个问题了,那你的研究成果除了“中国礼仪之争”,随后就是马相伯研究,还

有«徐光启全集»的编订,这里面的关系是怎样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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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全集»
李:２００２年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授予“徐光启奖”著作奖之后,刘小枫学术总监和杨熙楠总

监要我把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三柱石”有关天主教的著述编辑成集,并作出适当的注释.于是,我
就正式开始了编订工作,至２００７年由该所出版«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笺注».徐光启不算是一个冷门

人物,民国以来一直在纪念这位“科学家”,有时候也谈论他练兵抗清的功绩,是“爱国者”,但作为“儒
家天主教徒”的身份,从明末到现在,一直是能隐则隠,可以不讲就不讲.这本合集是把明末三位最重

要的天主教徒的思想状况做了披露.很多西哲、中哲的学者都说是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颇感惊讶.
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来说,是想通过推出这一类作品,引导学术界对４００年以来的“汉语神学”做
出研究.不过这项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刘小枫的兴趣转移并离开后就停了下来,另外的一本是«汉语

景教文典诠释».２００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后立项了«徐光启全集»,请朱老师和我共同主编.不久,朱
老师罹患恶疾,主编工作靠着朱老师的指导,由同门师兄弟一起协力完成.杨熙楠总监信守承诺,仍
然从所里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笔资助了编辑费.徐光启陵寝所在的徐汇区和徐家汇街道也资助了部

分资料费.历时二年,２０１２年底«徐光启全集»以十大册的规模出版,我自己编了«徐光启文集»和«增
订徐光启年谱»二册.深陷病榻的朱老师,最后看到了我们用超短的时间做出的成果,大家很是欣慰.

黄:你们完成了«徐光启全集»,那杨廷筠和李之藻有全集吗,有人做这个工作吗?
李:非常可惜,他们的文集散落在各处,都还没有编好.徐光启官场地位显赫,教会也是一直利徐

并称,后来还有上海显赫的宋家来攀后裔,所以是有人做.其实,李之藻的“西学”翻译之功不在徐光

启之下,杨廷筠在天主教义的理解上花了大功夫.但是由于清末民初的学者不了解这些内容,就没有

进入到现代学术体系中.近年来学者们慢慢知道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已经被徐光启翻译为«灵
言蠡勺»,«论天»被李之藻翻译为«寰有诠»,«形而上学»被李之藻翻译为«名理探»,«尼可马可伦理学»
被高一志翻译为«修身西学».这些中文本虽然是摘译、选编和教材,但亚氏的哲学著作已经介绍得相

当完整.由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误导,说利徐的翻译,只有天文、历算、地理,不及哲学、神
学.学术界信以为真,就不去发掘清理,导致“西学东渐”研究方向偏离.梁启超有错就改,错了就会

告诉大家的,但他确实没有发现这个错.
黄:我记得还有一本叫做«超性学要»,是什么样的哲学书?
李:«超性学要»就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利类思翻译的.“超性学”是“神学”,“要”就是概要,也

就是“大全”的意思.还有一本,叫做«性学初述»,是艾儒略翻译的.“性学”是哲学,“初述”就是导论

吧,那就是最早翻译过来的«哲学导论»了.欧洲中世纪哲学,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哲学,在明末清初就

已经大量翻译成中文,但不为人知晓.这段历史既然已经淹没,那我们从事“汉语神学”研究就要从基

本文献入手,这是急不得的事情.
黄:按你的计划,«徐光启全集»完成了,还有什么文献整理计划吗?
李:还想做«马相伯全集»,这也是要完成朱老师留下来的工作.不说是朱老师的遗愿吧,他并没

有明确交代.但是,１９９６年编完«马相伯集»的时候,朱老师和我是说过将来编一部马氏兄弟全集.朱

老师有这个想法是在他执行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时候产生的.钱钟书先生担任本丛书的

名誉主编,他提出要编«马氏兄弟文集»,而我们也觉得马相伯、马建忠二人的学术地位确实很高,而文

献却是不足.朱老师曾说,编完了文集,还要继续收集,将来做个全集.
黄:从您现在所看到的,马相伯主要的成就在什么地方? 我是指著述,除了活动家、教育家这些方

面之外,学问主要在什么方面?
李:马相伯的学问很大,很可惜的是他晚年编订自己文集的文稿,１９１７年从北京回上海时散失了

一次,１９３７年到南京去以后,不久内迁西南,又丢失了一次.方豪先生重新收集,编辑为«马相伯先生

文集»,很不完整.保留较多的是他晚年的演讲、采访记录,和两部有关«圣经»的翻译作品«新史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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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讲»、«救世福音».他的早年作品大部分没有留下来,做幕僚时的那些文牍、书信,都没有了.
黄:知道马相伯是耶稣会士神父,这样的书生还做过幕僚?
李:马相伯、马建忠都是李鸿章的大幕僚,他们有书生意气是真的,但可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他们在上海洋场长大,办事麻利,当外交官,出使朝鲜、日本,处理棘手的难题.也出访美国、欧洲,处
理大合同.还主持招商局、矿务局,都是大手笔的买卖.兄弟两人平时住在上海,一到谈判,李鸿章就

把他们召到到天津去,只有马氏兄弟能应付各国使节.马相伯通法、英、德、意、日、拉丁、希腊等七国

文字,马建忠则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的博士.
黄:他们弟兄两个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是吧? 我知道马建忠是«马氏文通»的作者,研究语法.

我是语言学出身的.
李:马相伯虔诚,后来回到徐家汇.马建忠和他们的大哥马建勋就不大虔诚了,都不在教会了.

马相伯晚年说«马氏文通»是他和弟弟一起做的,记在马建忠的名下.现在语言学界大概也只能存着

这个说法,并不能把马相伯的名字也署上«马氏文通»了.但是马相伯确实整理了«马氏文通»的原稿,
早年写作的时候,兄弟两人一定也是一起讨论的.相伯和建忠,被王韬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被侮蔑

为“汉奸”,事实上却是近代少见的爱国者.马相伯晚年抱着对社会失望,对教会补赎的心情回到徐家

汇,他的补赎工作就是翻译«圣经».好在这些著作都找到了,可以编辑出版.另外,我们还找到了马

相伯自编的«拉丁文通»,加上以前找到的«致知浅说»,我认为这就是１９０３年震旦学院,１９０５年复旦公

学马相伯用来教课的两部教材.也可以说,我们发现了复旦最早由老校长亲自开设的两门课程,即哲

学、拉丁文教学的原样.据此判断,复旦的西方哲学教学比北大“哲学门”早了十多年.
黄:马相伯的学术成就确实被忽视了,经过你们的发掘、整理和推介,他在政治教育和宗教方面的

贡献得到了全面的评价.以前真是不知道,马相伯在西学方面有这么深的造诣.
李:欧洲１５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清末学者称之为“海通”.中国与欧洲“海通”以后的４００年

中,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发生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文化潮流———“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也有回流

欧洲的,我们称之为“中学西传”.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关心在本土发生的文化变革,也就更加

专注于本土人物的思想变化.徐光启到马相伯,加上后来中辍研究的王韬,我把他们算作“西学东渐”
中的“三个上海人”.他们的“西学”造诣都是一流的,他们的想法超越时代,历史对他们思想成就却低

估了,或者说都是低开高走.徐光启«几何原本»的翻译成就,到清代“乾嘉学派”中才肯定下来,而他

的神学翻译成就«灵言蠡勺»,要到我们的«徐光启全集»中才作披露.马相伯是鸦片战争以后最早学

习“西学”的人,１８７０年代,没有离开过徐家汇,就已经是七国外语在身.马相伯在学界崭露头角已经

年届六十,“戊戌变法”前后才被梁启超、汪康年、麦孟华、张元济、蔡元培人发现,奉为导师,跟他学拉

丁文.由此,他创办了震旦、复旦,又培养出于右任、邵力子、项骧、黄炎培、胡敦复、胡仁源、谢无量、李
叔同等,这些“大师”级的人物都称他为老师,这时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近代中国学者中间

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对于“西学”总是那么扭扭捏捏,那些卷入西方知识体系的人物就不太容易被

承认.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钱穆对“西学”阅读后的体会作品,很容易就被人谈论,而徐光启、马相

伯这样的人翻译介绍之功,以及他们的深入思考,就常常会被抹杀.其实,读书深入的章太炎,知道

“西学家”的甘苦,他曾明言自己推崇“严马辜伍”,重视严复、马相伯、辜鸿铭、伍廷芳的学问.章太炎

晚年很多次和马相伯一起出场演讲、签名、开会,都是列名在后.率真学者之间总是谦虚、谦让,专注

于学问本身.
中学与西学不冲突,而且是相互发挥,相得益彰的

在跨文化研究中西学术人物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个看法:中学与西学不冲突,两者相互可以兼

容,不但不冲突,还可以相互发挥,相得益彰.所以,我甚至冒大不韪,还想对“中体西用”做一个新的

解释.我做硕士论文时发现一个问题,原来“中体西用”是主持上海中西书院的著名传教士林乐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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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华人同事一起提出来的,比张之洞«劝学篇»借用这个口号早了十多年.我发现传教士版本的“中
体西用”不错的,林乐知、沈毓桂说我们要让学生半天学中文,半天学西文,所以是“中西书院”.只有

把中文学好了,西文才能学得好.在中文里面把数学、物理、哲学、神学、伦理、法律的概念知识体系建

立起来,西文里的知识只是语言、文字不同,学生就容易掌握.如果中文只会讲“洋泾浜英语”,科学、
人文都不同,那学的英文也只能做生意的.把现代知识体系,西方思维方式,用中文有效地解释出来,
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公布的«中西书院课规»里说:“中西并重,毋稍偏颇”.用林乐知助手沈毓桂的说

法,就是“西学必以中学为本”;用李提摩太的说法,就是“借中国旧有的语言,发扬基督教义;以耶稣真

理为骨子,妆饰为中国化.”中西书院创办于１８８２年,张之洞«劝学篇»刊行于１８９８年,两者对于“中体

西用”的解释有延续性,但志趣却有根本的不同.前者为文化进步主义,后者为文化保守主义.
“互补”的概念

黄:最近一段时间,我写了三篇文章,都是谈“天人合一”问题的.我想从西学的视野来看这个天

人合一的问题,这里,我也是主要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您看利玛窦时代,在讲到基督教和儒家的时候,
有这种补儒和超儒之说,当然中国的儒家可能是因为民族主义的缘故,一听说补儒超儒,特别是超儒,
可能会觉得有点被冒犯或不高兴.但现在的话,我将之称为“互通有无”,也就是基督教和儒家,我指

的基督教是指新教和广义的天主教,甚至包括东正教,它和儒家来比,这是两个系统,各有所管辖的领

域.比如儒家是比较关注此世的生活,基督教也关注此世,但还关注所谓永恒.所以,我就提出“互
补”这个概念,这样的话,是不是更温和一些?

李:你讲“互补”,就是说基督教可以“补儒”,反过来儒教也可以“补耶”.先不讲“补耶”,“补儒”的
观点是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商量出来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文集中都讲了一个“补儒易佛”.４００年前

的学者提出不同信仰可以互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时代可没有“宗教融合”、“宗教对话”的理论.
黄:在“宗教对话”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来讲一讲“补耶”,特别是新教,可以用儒家来补充.我研究

马丁􀅰路德,儒家里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来补充新教的.路德有一个“二分法”,他从奥古斯丁和贝拉基

关于人的主动性、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进行讨论.路德和伊拉斯谟有关于意志自由的争论,他的核心点

就是讲:在人得救这件事上,在人达到上帝的要求这件事情上,人能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新教因

为有原罪这一关,强调“因信称义”,所以,基督徒常常就会说,人得救是全靠上帝、全靠信基督,人的行

为是没有意义的.
李:新教强调上帝恩典的唯一性,认为人的得救完全是靠和上帝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关系,因信称

义,BibleOnly.过分强调了上帝的恩典,有的教派就会把有一些人性、社会性的东西忽视了.人的自

由意志完全靠上帝的赋予,并不能通过修行、学习、认知、实践等等环节去加强的话,是会有很大的障

碍.我知道,西方有些学者也想引进儒教的修身养性,道德伦理,加强人性,用人性去接近上帝.但

是,我本人也对这种“补耶”的做法保持警惕,因为在中国“仁义道德”常常被士大夫、官绅和皇帝操控

为“德政”,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反而束缚了个人的自由意志.
黄:这个“补耶”的做法完全错了,儒教需要发展自由意志学说,增强西方人的信心,用此人性去会

合上帝.
李:所以,利玛窦、徐光启等天主教徒,他们接受的阿奎纳理论就很有意义.他们强调人的拯救可

以是双向的,天主的恩典自上而下地拯救人类,给人以信仰之心;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意志(新教强

调)、人的自然智慧(天主教强调)也能不断地完善自我,顺着人性,达成天主性.我在杨廷筠的«代疑

编»里读到过这种思想的表述,有些段落从中文一下子看不懂,但回去多看看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就
理解了.

黄:对的,上边靠上帝的恩典超拔,下边用自己的人性去提升,人和上帝,终将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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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骄傲”、“过分的人性乐观主义”与对人性的简单理解

李:我理解的天主教神学,指明末至今在中国天主教思想中比较流行的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他
们主张:天主的显现有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存在的显现,这是永恒的,亘古不变,无时不刻,无所不至的

存在,你们新教比较强调这样一种超然的上帝存在.另一种,则是天主在造物的同时,赋予了大自然、
生物自然和人类以不同的天主性,并以“人是万物之灵”的设计,赋予人性以智慧,并通过这种智慧,发
展人的善心,扩展人的知识,提升人的能力,最终达成对天主的完美.从这两种天主性来看,新教比较

强调上帝的 “临在”,面临他时的认真虔诚的“惕惕然”;天主教教义则放松一些,他们当然也是认定上

帝的“临在”,但更主张在生活中发现天主,在人性中培植超越性.这种天主性,我能不能说是一种“性
在”? 即基于人类本性的上帝性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神学和儒家思想在“临在”与“性在”的结

合上很接近.利玛窦发现,儒家“五经”,即如«易经»、«诗经»、«尚书»中的“上帝”,威仪万状,奖善惩

恶,是一种“临在”;至于宋明理学中的“上帝”,通过大自然的“理”、“气”,化为人类的“性”、“心”,如此

则成为一种“性在”.当然,利玛窦本人,以及他以后的耶稣会士一派,对于宋明理学的“性在”能不能

作为天主性是有争议的.但是这个争议在“中国礼仪之争”把儒家学说摊到罗马的宗教裁判所之后,
那些主张自然神学的哲学家们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认为儒家思想在“上帝”观念上的纯洁性是没

有问题的,甚至是优于欧洲信仰的.从“临在”和“性在”的两种天主性来看,新教与宋明理学思想比较

隔膜,而天主教就比较能够理解.明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之所以能够喜欢上利玛窦,我觉得和天

主教义有这个特征有关系.双方后来都意识到,拉丁民族和我们江南地区的社会思想中,都有一种类

似的“人文主义”,在气质上接近.
我是从历史学进入基督宗教研究的,不会单单从教义上来理解天主教、新教,而是联系每一次的

社会变动来理解不同时期的神学发展.历史地看基督宗教,他有教义上的延续性,更有对于各种思想

的包容性,不能本质化地认为基督宗教内的天主教是一种思想,新教又是另一种思想.然后,学者们

又想当然地认为:儒家是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东方思想,与基督宗教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非常

不赞成把儒家定义为“内在超越”、“人文精神”,别人就不是! 中国的佛教不是,西方的天主教、新教不

是,他们都是“外在超越”,都没有“人文精神”.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原教旨主义.事实上,基督

宗教教义既讲“临在”,也讲“性在”,既有虔敬精神,也有人文精神.中国原教旨主义者强调的儒家“内
在超越”的优越性,其实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先秦儒教经典中早有“上帝”的“临在”,中国佛教思

想中也有“性觉”的“内在”.要我说的话,当代新儒家发明那种本质化了的“内在超越”说法,只是宋明

理学中的阳明心学强调的一些特点,并不是中国思想的全部.而且,这种儒家思想优越性的说法,本
身就是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和欧洲启蒙思想家讨论中国信仰合理性的时候发明出来的.它本来是顺

着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想而来的,中国学者把它接过来又去抵御西方、颠覆基督宗教,好像在逻辑

上就说不通.
顺着这种本质主义化的理解,认为儒家思想最高明,别的都不行,佛教不行,道教不行,基督宗教

更不行,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儒家的骄傲”.儒家的骄傲不是后来才有的,它是在汉代儒家定于一尊之

后,心存魏阙的士大夫们看待别家思想时常有的态度.当然,儒家也发展出一种精神上的骄傲.按照

王阳明心性论理解的人性,一个人完全就是完善自我,立功、立德、立言,尽善尽美,全德成性之后,就
“天人合一”,然后就成为圣人了.完成了这样的过程,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当然就很骄傲,可以随心所

欲,可以“内圣外王”,这就是一种儒家式的骄傲,弄不好就是一种傲慢.
黄:我很认同这一点.你用“儒家式的骄傲”这个词,我讲的是“儒家过分的人性乐观主义”,我想

对人性,有些儒家人士是过分乐观了.这一点是一种学术判断,也是一个批评.我认可儒家拥有积极

入世进取优点的同时,它就存在一种产生偶像的危险.
李:我觉得,儒家不能单单按照阳明心学来理解,尽管我也认为阳明学说有它的“自由主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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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面向,是有意义的.但是按照“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熊十力、冯友兰以来的解释,都没有做出

历史的区分,基督宗教二千年的发展,从希伯来到希腊地区,到拉丁民族,再到德意志,盎格鲁􀅰萨克

逊,最后在大航海以后到达美洲、非洲、亚洲,时间、空间那么广阔,文化类型如此众多,怎么能以一种

本质主义的说法来概括.我有历史研究的惯性思维,但也肯定是受了天主教“大公主义”的影响,文化

是“多”不是“一”.从不同的文化出发,我们在信仰上寻求的是“一”———上帝,但出发点只能是“多”,
因为我们原来都有自己的文化.我还是比较熟悉中国近代思想史,知道许多近代人物对西方文化的

误解是怎样发生的.由于清末新教传教运动中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对于“儒教”的维护,加上明末耶

稣会士已经对于中国文化“人文主义”的推崇,抬高了儒家的地位.另外一方面,由于新教传教士和神

学家在中文著述方面具有影响力,民国学者大致是按路德式的、圣公会式、长老会式的教义来理解整

个的基督宗教.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基督教,也没有单一形式的天主教.
黄:应该说,基督教也被理解得过分单一,儒家也被理解得过分单一了.我最近就在梳理这个东

西,在儒家里面,我们讲,除了思孟(子思、孟子)到阳明心学这一块之外,其实还有荀子这一派,其实,
儒分八门,儒家里面还有很多流派.

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儒家学说历来是多元思想,“儒分为八”就是

儒家学说的多样性.孔子本人是道存三代的,夏礼、商礼、周礼,文献足徵就可以讨论.还有,孟子学

说不过是孔门八说中的一说.孔子、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并非是一种“至圣”、“亚圣”的“道统”关系.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原本还是比较雍容大度的.

黄:最近我也很注重讲儒家的多样性问题,我和台湾的林安梧与杜保瑞对谈,我写了两篇文章来

对谈、来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讲儒学,确实多数是以心性之学为根基的.牟宗三他们讲康德,但其

实最后归结点,考虑的问题却还是前现代的.用心性论来归纳儒家学说,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其实

是把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简化了.
李:基督宗教有两千年历史,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对«圣经»的解释有很不同的神学.中国的儒学

如从汉代经学算起,那也是两千多年,也有很丰富的不同.况且,我同意清代经学家的观点,儒学不是

从孔子开始的,“制礼作乐”是从周公开始的.说儒家的历史是三千年,不就是因为推崇周公吗? 基督

宗教比较容易处理,天主教、新教、东正教,都信奉二千年的«新约»,但三千年的«旧约»仍然有地位,
«创世纪»以下的摩西五经不能不讲啊! 不讲的话,历史就没有了,教义也就单一了.所以,最近我提

出儒家不是“孔孟之道”,而是“周孔之教”.
黄: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谈了,我也在谈这个问题.我在上海三联刚出«曼多马著作集—

芬兰学派路德新诠释»,专门诠释路德的,这个诠释是怎么诠释的呢? 就是它从路德宗和俄罗斯的东

正教对话,这里边也是谈恩典和人性的问题,最后再回到罗马天主教,最后谈到因信称义,这里面有很

多找共同点的问题.其核心就涉及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本质问题.
原儒/古儒与今儒,以及孟子升格运动

李:我还是在我熟悉的领域讲这个事情.利玛窦到了中国以后,发现了儒家的不同传统,他发现、
肯定,加以诠释儒家是“古儒”、“原儒”,即“六经”中含有“上帝”的那种古代儒家.原因无他,就是周孔

时代那种讲创造,行惩罚,具威仪的“上帝”可以帮助天主教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教会和神学.同时,为
了和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区别开来,他不能接受宋明理学的“心性论”,认为这是违背“古儒”的“世
儒”、“俗儒”.利玛窦这一招是很厉害的,他把三千年的儒学拆解了,分成了原/俗、前/后、古/今,拉一

派,打一派,在儒学不同门派的隙缝中,见缝插针,建立天主教会.利玛窦采用的这个方法有两个思想

来源,一是在和徐光启等儒生的交谈中受到的启发,明末学者开始讨论“汉学”和“宋学”的不同.另一

就是他在耶稣会罗马学院,就是今天的额我略大学,天主教经院哲学的课程里学到的知识.利玛窦的

学习课程里有阿奎那哲学,我们看«神学大全»就是区分古希腊“哲学家”(philosopher)亚里士多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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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亚氏著作的发掘、整理人阿威罗伊,后者被称为“注释者”(commentator).欧洲神学家在阿奎

那以后就严格区分古代思想奠基人与后来经典注释者,利玛窦就是用这种方法,从儒家传统中区别出

“古儒”和“今儒”.
注重“古儒”和“今儒”的区分,对儒家思想来讲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理.这条原理明代以前的学

者并不是不知道,儒家学者都知道读朱熹«四书集注»里的注释,和孔子“六经”的原文有很大不同.尤

其是再去看«性理大全»、«朱子语类»把朱熹和理学家平时讲授的内容,和“六经”本文对照看,“理学”
和“礼学”看上去就是两种学说.当然,受“道统论”影响的儒生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注重的是他

们之间的一致性,不顾及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与二程、朱熹讲的儒学是两码事情,经是一本经,
说已经是两种学说.但是,像徐光启这样的求学者,是区分周代以“六经”为特征的儒学体系,和宋代

以后变异为“理学”、“性学”的诠释理论.我猜想１６００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南京一拍即合,他们会见

的谈道内容,除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之外,应该还谈了“古儒”和“今儒”的分别,后来他们两人共同商

量出来一个“补儒易佛”的天主教中国文化改造方案,就是这场“利徐谈道”的结果.
利玛窦、徐光启的“补儒易佛”主张,是贬低宋明时期流行的“性理”学说,主张回归汉代以前的“六

经”学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六经”里面有“上帝”,而朱熹的“性理”学说已经把“上帝”化为“理”
和“气”了,上帝不见了,主宰者没有了,终极的创造者被隐去了,这个不行.而且,“理”和“气”到底是

什么? 是物质? 还是精神? 它和“上帝”是什么关系? 如果像“理学”讲的“万物皆理”,那是物质主义;
如果像“心学”讲的“吾心即是宇宙”,那是藐视上帝.利玛窦这一派耶稣会士就是这么理解“宋学”的,
不无道理.为了在中国建立天主教教义,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教义.

北宋、南宋时期兴起的“心性论”,它的来源是«孟子􀅰告子».告子讲性“无善无不善”、“食色性

也”,讲“人禽之辨”,讲“恻隐之心”,这些都是孟子学说的特点.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孟子只是一家,
而且并不是当时的“显学”.汉代初年恢复儒学的时候,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经学家们传

下来的版本和解释,大多是“子张之儒”,即孔子大弟子子夏那一派的学问.直到唐代,“孟氏之儒”的
地位还是很低,以至于有文学家韩愈出来打抱不平,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主张以“孔孟”代替“孔
颜”.用孟子取代颜回的地位,接续孔子,意思是孟子的“心性论”更能抗御佛学,这样就能从佛教入华

以后风靡全中国的“衰世”中扳回胜局,恢复“道统”.这是讲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的一段经历,不需

要多讲.但从周予同、朱维铮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传承的经学史的角度来讲,讲这一段故事的学术

侧重点有所不同.周先生、朱老师定义这一段儒家经学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称之为“孟子升格运动”.
孟子取代了颜回,在孔庙祭祀时成为“亚圣”,在儒生的著述和讲学中,甚至取代了孔子,成为主导学

说.孟子“心性论”主导宋明思想以后,儒生士大夫的思想精度是提高了,讲学问比较注重概念的准确

性.但是知识范围却缩小了,“六经”里本来有很多学问,礼、乐、射、御、数,“六艺”齐全,连天文、历法

都有,“宋学”就只有章句了.好了,回顾了一阵之,把话说回来.利玛窦在徐光启、李之藻的帮助下,
看到了儒家学说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缺陷,除了忘记了“六经”中的“上帝”,还忘记了“六经”中的

自然和社会领域的一般知识,这个不正是欧洲耶稣会士最擅长传授的吗?
黄:我很认可您这个观点.其实这里,您觉得是否就是利玛窦所说的今儒、原儒、古儒? 也应该说

是利玛窦的一个重要贡献.
李:就是.把儒家从先秦与宋明做区分,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大

的创见.我一直以为,这是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一起贡献的.那个时候,明末的学风已经

转了嘛,大家都对万历年间流行的心性论开始有反省.当时的狂禅,已经讲得不可收拾了,大家都在

想办法改进嘛.
黄:遍地都是圣人,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过分的人性乐观主义”?
李:确实有点相像,“人皆为尧舜”,说起来是一种思想解放,自由主义,人人平等.徐光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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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问题,人心找不到归向.万历年间,生活富裕没有问题,文化生活也很发达,连明代的皇帝特有

的专制也有放松,万历、天启都不怎么管事嘛.像徐光启这样的内阁成员并不感受到皇帝的直接压

力,但是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宦官与朝臣勾结起来专权,成为大问题,实际上也是很绝望的.人心在这

个时候想要有所依靠,想要依靠一个有信仰的群体,也是自然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三柱石”
皈依了天主教会,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成为“西学”家,但也是接受天主教义约束的,需要放弃不少儒

家士大夫的习惯.因此,他们就不是“过分的人性乐观主义”者了.
双重文艺复兴

黄:我记得你曾经有一篇文章,平反利玛窦带来的思想学说,说他们不是“殖民主义”,而是“文艺

复兴”? 这个评价对过去看待天主教、基督新教的传教结果,也是根本性的改变.
李:是的,我在２００４年９月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人文主义还是殖

民主义»中提出,１７、１８世纪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知识是“人文主义”不是殖民主义.这一点很容易理

解,时至１７世纪,“文艺复兴”已经完成,欧洲人的知识体系已经更新.耶稣会士都是知识人士,他们

传播“西学”的时候,直接关联的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学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一种学问,当时也没有

形成一种理论,天主教会的在华利益和欧洲商人并不一致.这个很容易被证明,是一个说得清楚的问

题.现在我们这一代从事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有人用“殖民主义”来分析问题

了.海外有很少的人用“后殖民主义”批判耶稣会士,如詹启华的«捏造儒家».尽管也获得了一个什

么奖项,但这种左翼意识形态下的表达,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不能说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

普遍问题.
李:没有,利玛窦否定了中世纪.伊拉斯谟,包括路德他们,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理

想,就是古代有一个好的学说,搞的好的学问,中世纪都不行,利玛窦没那么完整、那么深刻,但是这个

一般的概念他有,所以对文艺复兴的一个复古,中国学者也在做复古.
黄:你好像还提出过一个“双重的文艺复兴”说法,是说利玛窦到中国也发动了一次“中国的文艺

复兴”,真有这么回事情?
李:有此说法,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在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开会纪念马爱德神父的学

术研讨会“BurdenedPast,HopefulFuture”上,我发表了一篇“ChineseRenaissance,TheRoleofEarly
JesuitsinChina”,提出了一个“双重文艺复兴”(DoubleRenaissance)的说法.这篇文章,收录在２０００
年吴小新博士编辑的论文集中,是用英文发表的,中文没有发表过.其实,这个概念在上面已经讨论

过了,就是说利玛窦把欧洲“文艺复兴”提倡的“古学”———古希腊之学,带到中国,和江南地区的儒家

士大夫中正在兴起的“复古”风气结合起来,发动了明末的“古学”———“汉学”、“经学”复兴运动.欧洲

和江南的两股“古学”思潮,提倡“古儒”、“原儒”,他们是以梁启超讲的“以‘复古’为解放”,打破当前的

文化局限,建立新的学说.
用“宋学”这个概念来定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的“理学”,最后成型是要到清代“乾嘉学

派”,但是这个思想在明代中叶以后就渐渐萌发了.清代学者用“汉学”这个词来对应“宋学”,那么就

把汉代儒生恢复“六经”,建立“经说”的特征表达出来了.因此原因,“汉学”也被说成是“经学”,即以

经典本身为对象作研究的学问.经典研究和教义诠释在方法上有很大不同,经学家用文字学、版本

学、音韵学的方法处理经典本文的疑难问题,清代学者又被称为“考据学家”.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在
明末清初,也就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思想正好发生了一个变化,儒家学说至少

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一次变革,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气象.
黄:好,我们总结一下,您研究利玛窦和徐光启这一段,我觉得和我自己的想法比较呼应的一点,

就是利玛窦的“补儒”.我把它理解为,不仅仅基督教可以来补儒,而且儒家也可以补基督教.具体地

说,儒家学说在伦理道德层面,可以补充基督教的不足.另外,你讲的“双重文艺的复兴”,我也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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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的理解就是,传教士把西方的神学、古希腊的哲学和近代科学带到中国,而且中国人对古儒和原

儒也产生了兴趣.
“绝对的神人关系”和“相对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关系”
李:“补儒”是有效的,合法的,思想肯定是要交流的,也是相互激荡的.当然,“补耶”、“补基”原则

上也没问题,中国思想对欧洲也会有补益作用.但具体怎样补,补什么? 要由欧洲、西方学者去研究,
至少是像你这样在欧洲生活很多年,了解西方文化需求的学者去做.不能对西方文化没什么体会和

了解,就指手画脚,还要人家磕头作揖,这个不行.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提出宽容中国经典、中国礼仪和

中国文化,那一方面是客气和策略,另一方面也确实了解欧洲文化的缺陷和需求.
黄:对的,我在欧洲生活三十年了,和利玛窦居华时间也差不多了.以我对基督宗教的理解,我觉

得儒家确实可以补基.我引用一点路德,路德和您刚才讲的他们这几个人,特别天主教的思想家还是

有点差异的.从路德的角度来看,儒家和佛教里面所说的修养工夫的这种努力,也是有价值的,但是,
路德把它分为一个“绝对的神人关系”和“相对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两个不一样.他认为,在神

人关系的绝对性上,儒家和佛教搞的这套东西,都是达不到至善的;但是,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学的层面

上,儒家和佛教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儒家里所说的超越,除去内在超

越、外在超越的话,还有另一个术语的表述,叫做从下往上,而基督教讲的超越,是从上往下.
国人对西学的理解:章太炎的东方主义与梁漱溟的简单本质化

黄:你的研究,从清末民初新教传教士的“西学东渐”开始,又上溯到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的早期

翻译.这其中,你们编订了«徐光启全集»、«马相伯集»,还有王韬的«弢园文新编»、林乐知等人的«‹万
国公报›文选».我发现你的研究都是自己做资料整理,然后再开始做仔细的研究.这样是很累的吧,
以后还会做些什么进一步的研究?

李:对啊,我们跟着朱老师做研究的学生们,都是自己做资料的.朱老师自己是这样的,他也要求

学生这么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这样的研究从产出效率来说是不高的,但持久的效

果确实不错的.即使是你的研究被修正了,甚至失败了,留下来经过整理的资料文献,别人是可以利

用的.以后还有不少活要赶,还要完成«马相伯全集»、«马相伯年谱长编»,把从徐光启到马相伯中国

人对于西学的理解搞清楚.还有余力的话,我想把马相伯研究做完了以后,回到我的老本行,就是近

代思想文化史.我还没有做过中国近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编辑了传教士«万国公报»和王韬«弢园文

录»之后,我对近代史也有很多困惑.最近发现,章太炎的晚年可以和马相伯放在一起研究,他们对民

国有一致的看法.
黄:他们俩有私交?
李:对的,晚年章太炎和马相伯私交很好.１９０８年的时候,他们为“立宪”的政体问题,还是政见不

同.但是到了后来,到了１９１４年反对康有为“孔教会”和抵制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候,两人是紧密合

作的.１９３１年抗战爆发后,他们更是经常在一起演讲、宣言,号召抗日,恢复民主,抨击国民党政治,主
张地方自治.所有政见并不保守啊!

黄:从表面来看,一个是“西学”,一个是“国学”,他们俩的差异很大的.但因为章太炎尊重“西
学”,马相伯懂得“国学”,两人肯定是有话可说的吧,而且看起来章太炎也不是一个晚年封闭的人.

李:不封闭的,章太炎去世时鲁迅给他的评价,说是“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

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这是不公正的! 章太炎和马相

伯一起发表«二老宣言»很有影响,抗战言论“七君子”景从.在反对政党专制,抵制军政、训政路线上,
马相伯、章太炎的言论更加明确和彻底.

黄:但是,章太炎的“国学”确实有保守主义的色彩吧?
李: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建立以后章太炎在上海的活动,确实有保守主义的色彩,他在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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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就受日本的“国学”启发,回到上海就一直讲“国学”,行“国粹”.我觉得与其说“国学”运动是保

守主义,不如往前推一步,说他是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初年,温和的民族主义要求是可以接受的主张,
他们想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１９１７年,章太炎得到江苏教育会的支持,在上海和旅沪的日

本、印度学者们建立了一个“亚洲古学会”.他们提出“亚洲之文艺复兴”,并不反西方,可以算是“多元

文化主义”的先驱,不是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马相伯也是参与活动的.总的来说,我认为“国学”如作

为一种“多元文化”,当然是可以存在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的.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

支柱,用本质主义的方式去理解,好像独一无二,舍我其谁,那就是不被兼容的,很难在今天的世界上

生存.
黄:你讲这些,我也发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可以联系起来了.梁先生比较中国、印

度和西方,是不是和章太炎同样的旨趣?
李:你提到了梁漱溟,我们就岔开去稍微比较一下.章太炎被誉为“民国元勋”、“革命文豪”的时

候,梁漱溟还是一个在佛、儒之间寻求人生答案的彷徨青年.非常可能是章太炎在上海提倡比较中、
日、印的“亚洲古学”,蔡元培才在北大破格录用梁漱溟讲印度哲学.章太炎虽然没有夸夸其谈地讲印

度,但他唤起了“新青年”们对印度文化的兴趣.直到１９２４年,江苏教育会资助接待印度文豪泰戈尔

访华,把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印度文化的浪漫想象推到了顶点.章太炎没有参与接待泰戈尔,可能是他

看到梁启超在出面张罗,而对蔡元培、胡适之所行之事又不太感冒的缘故.
黄:您这个讲得真不错,我发现国内很少有学者敢提到这一点,好像大家对梁漱溟比较推崇,忘记

了章太炎在前面的提倡.今天和你谈了这么多,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的主要话题似乎是集中在“中
学”和“西学”的关系上.最近几十年,我们面临着“国学”复兴热潮,一些人夸大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要求西方文化到中国后,就要屈尊服从.我觉得和你谈这个话题,这个所谓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是不

存在的.如果我们能够像徐光启、马相伯那样处理好与“西学”之间的关系,吸取明清以来国人对西学

的理解之经验和教训,我们就可以避免走弯路.只有中西兼容,方能成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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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Title:

OnlywithChineseandWesternCompatibilitycanaScholarbecomeaRealMaster

PaulosHuang
DistinguishedProfessoratShanghaiUniversityandChiefeditorfor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Studiesand

BrillYearbookofChineseTheology．Email:Paulos．z．huanhg＠gmail．com

TiangangLi
Professor,Ph．D．supervirorandDirectoratDepartmentofReligiousStudyinFudanUniversity,DirectorforInstituteof

MatteoRicciandXuGuangqi,andvicedirectorforInternationalResearchCenterofChineseCivilizations,Boardmember

forChinaSocietyofReligiousStudy,andvicePresidentforShanghaiSocietyofReligiousStudy．Email:tgl＠fudan．edu．cn

Abstract:StartingfromthesocialeventsofreadinginmiddleschoolandPresidentNixon􀆳svisitingShanghai,thetwo
scholarsanalyzedthestimulationsofsocialeventsonthedevelopmentofayouth􀆳swayofthinking．Thebasicapproachto
exploretheancientandcontemporary,ChineseandWesternhasleftadeepmarkforacademicresearchinhistory．Many
topicssuchasModernChinesehistory,religionsandthehistoryofShanghaiCity,especiallytheacademicvisitinginthe
InstituteofMatteoRicciinSt．FranciscohasresultedinamonographontheControversyofRitesandthe Whole
CollectionofXuGuangqi􀆳sWorks．ItisimportanttofindthatChineseandWesternStudiesarenotinconflictbutare
complementary．However,theprideofConfuciansandConfucianexcessiveoptimisticopiniononhumannaturehavemuch
todowiththesimpleunderstandingsofeachother．EspeciallythepromotionofMenciusinChinahasconfusedthe
distinctionsamongancientConfucianism,NeoＧConfucianismandcontemporaryConfucianism．However,MatteoRiccihas
broughttheDoubleＧRenaissancetoChina．Thus,itisnecessarytodistinguishthedifferentrolesofhumanbeingsplaying
infrontofGod (coram Deo)andinfrontoftheworld/otherpeople (coram mundo/hominibus)．RegardingChinese
understandingsonthe WesternStudies,itisnecessarytocriticallyanalyzeZhang Taiyan􀆳s Orientalism and Liang
Shuming􀆳ssimpleessentialism．Itisalsoimportanttostudythepotentialrelationshipbetween Europeanespecially
GermanhistoricalandformcriticalstudiesoftheBibleandtheDoubtfulMovementtoChineseAncientHistorysincethe
１９２０samongChinesescholars．Finally,itisalsocrucialtoholdacriticalattitudetoKangYouwei􀆳sMovementtotreat
Confucianismasareligion．

Key Words:Confucian excessive optimistic human nature;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tibility;Zhang Taiyan􀆳s
OrientalismandLiangShuming􀆳ssimpleessentialism;relationshipbetweenEuropeanespeciallyGermanhistoricaland
formcriticalstudiesoftheBibleandtheDoubtfulMovementtoChineseAncientHistory;KangYouwei􀆳sMovementto
treatConfucianismasareligion

本期是特别纪念大卫􀅰杰更斯教授的学术成就专刊,共刊发如下论文.
在“人学、神学与国学”栏目收录了大卫􀅰杰更斯教授(美国??? 大学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双博士)的“教育的有限

性和技术对于伦理思考的意义”与赫尔辛基大学教义学荣休教授、金陵协和神学院博导教授罗明嘉(赫尔辛基大学和剑
桥大学双博士)关于路德研究芬兰学派的最新成果“曼多马关于路德«加拉太书讲义»评析”.

在“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发表了三亚学院冯建章教授的“公民宗教之道场建构研究”和香港路德会协同神
学院岳诚轩教授的“如菲利普􀅰墨兰顿在其对所有德语和拉丁语版本的LOCI前言中所阐明的那样,新兴新教神学关于
神学研究的改革概念是什么?”

在“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我们发表了美国芝加哥 三一国际大学旧约博士候选人王东的“«阿特拉哈西斯»中的灵
观”与武汉大学赵盼的“‘不变’与‘万变’:陈崇桂的圣经诠释与中国社会”.

在“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我们发表了北京大学孙尚扬和郭建斌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略论澳门在早期中欧文
化交流中的桥头堡地位”和大理大学刘诗伯的“教育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教育史一例”.

在“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我们发表了新加坡神学院戴永富教授的 “窥视诸神的诞生:对偶像崇拜的形成的一
个哲学诠释”和清华大学刘君君的“中希传统的两种诠释”.

在“书评与通讯”,我们发表了“两条学术新闻”、黑龙江大学刘伟冬教授的“论耶可比小说«沃尔德玛»中的爱的哲
学”,以及黄保罗与李炽昌(香港中文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关于希伯来«圣经»研究的对话“文学作品、人文经典、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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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还是神人交碰的记录?”

ThisnumberisaspecialvolumetocelebrateDr．DavidJenkins􀆳sacademicachievement．
InthecolumnofHumanities,Theology,andChineseNationalStudieswehavepublishedDr．AdjunctProfessorDavid

JENKINS􀆳“TheLimitsofEducationandTechnologyforEthicalThinking”andMiikkaRuokanen􀆳snewestresearchon
theFinnishSchoolofMartinLutheranstudies “RemarksonTuomo Mannermaa􀆳sInterpretationofMartinLuther􀆳s
LecturesonGalatians”．

InthecolumnofPracticalTheologyandSinoＧWesternViewsonChurchandSociety,wehavepublishedProfessor
FENGJianzhang􀆳s (UniversityofSanya)“A StudyontheConstructionofCivilReligion”and Matthew OSEKA􀆳s
(ConcordiaTheologicalSeminary,HongKong)“WhattheEmergingProtestantTheology WasabouttheReformation
ConceptofTheologicalStudiesasEnunciatedbyPhilip Melanchthonin HisProlegomenatoAllLatinandGerman
VersionsofLoci”．

InthecolumnofChineseand Western ClassicsandtheBible,wehavepublished Donald WANG􀆳s (Trinity
InternationalUniversity,Chicago,USA)“SpiritinAtrahasis”andPanZHAO􀆳s(WuhanUniversity)“Unchangeableand
Changeable:ChenChonggui􀆳sBiblicalInterpretationandChineseSociety”．

InthecolumnofChurchHistoryintheWestandinChina,wehavepublishedShangyangSUN􀆳sandJianbinGUO􀆳s
(PekingUniversity)“GlobalizationandModernity:OnthebridgeheadStatusofMacauintheearlyCulturalExchange”
andShiboLIU􀆳s(DaliUniversity,Yunan)“AnExampleofEthnicEducationHistoryfromthePerspectiveof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thecolumnofComparativeReligiousandCulturalStudies,wehavepublishedLeonardSidharta􀆳s(SingaporeBible
College)“‘LookingIntotheBirthofGods’:APhilosophicalInterpretationoftheOriginofIdolatry”andJunjunLIU􀆳s
(TsinghuaUniversity)“TwointerpretationsofChineseandHebrewtraditions”．

InthecolumnofReviewsand AcademicReports,wehavepublishedanacademicnewsofJing LIU (Macau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AReviewontheJoin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NordicForumofSinoＧWestern
Studiesand２０thInternationalSymposiumonBicosmology”．Parttwoisfrom MiaoJIANG􀆳s(ChinaAcademyofSocial
Sciences)“A ReportontheInternationalResearchProjectRegardingtheTopicoftheImpactofReligiousValueson
ChineseSocialLife”．WeidongLIU􀆳s(HeilongjiangUniveristy)“TheViewOnthePhilosophyofLoveinJacobi􀆳sNovel
Woldmar”．Inthelast,wehavepublishedadialoguebetweenPaulosHUANGandArchieLeeontheHebrewBiblical
studieswiththetitle“Isitaliterature,humanisticdocument,theWordofGod,orarecordofGodＧman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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